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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法律制度建设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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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利用外资法律制度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从无到有逐渐完善。具体来

说经历了四个阶段：1979—1991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初步建立起利用外资法律制度；1992—2000 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利用外资法律体系；2001—2012 年，加入 WTO
前后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利用外资法律制度；2013—2024 年，为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完善利用外资

法律法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法律制度建设呈现出法律制度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不断相

适应、立法主体多元化的特点；利用外资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外贸水平，是对外开放和依

法治国思想相结合的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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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egal System for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DONG Wenmo

（Bureau of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nstitute of Party Histor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17, 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egal system for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from scratch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Specifically, it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Years from 1979 to 1991 witnessed the birth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with the arrival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From 1992 to 2000,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legal system for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was adjusted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newly built economy system. Later, from 2001 to 2012, around the time to join 
the WTO, a new legal system for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was established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recent years from 2013 to 2024, the legal system for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has been 
improved to build a high-level open econom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utilizing foreign capital 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ous adapt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egislative subjects.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boosted the level of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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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It is a successful practice of combining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with the thought of law-based 
governance.
Keywords：reform and opening-up;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China’s legal system; law-based 
governance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优化开放

合作环境。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随着改革

开放的进程从无到有逐渐提升。我国利用外资工

作从一开始就在法制轨道上进行，利用外资的法

律和法规也随着利用外资的进程从无到有逐渐完

善，并逐渐与国际接轨。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建设历程进行系统梳理，

旨在深化对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

认识。

一、1979—1991：初步建立起利用外资

法律制度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

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序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

在面临经济发展重大机遇与挑战的双重背景下，

开始了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历史性探索。在改

革开放起步阶段，我国已制定经济法律（包括行

政法规和规章）300 多个，其中约二分之一为涉外

经济方面的条文，初步构筑了外商投资法令的基

本框架，创设了基本的投资法律环境。在这一过

程中，1979 年 7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法

律法规的初步确立，开启了国家利用外资法制化

的新纪元。

1979年 1月 14日，邓小平在同胡厥文、胡子昂、

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搞建设，

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

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

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

的行业做起。”[1]156 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开始了

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调研和探索，并很快意识

到仅有的章程和合同形式的管理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保障中外合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规范其经营

活动，确保投资行为的透明性和预测性，需要构

建一个更加系统和完善的法律框架。

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对立法工作作出

指示：“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 ,逐步完善”，“有

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1]147。在这一思路的指

引下，中央有关部门邀请香港爱国人士廖瑶珠大

律师作为顾问，帮助内地起草中外合资企业的章

程和合同。廖瑶珠大律师提出，只有章程和合同

还不够，还应当有法源，要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这一建议得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叶剑英的重视和回应，其指示由彭真副委员长

负责具体的立法事宜。立法过程中，起草小组积

极听取了来自国内各个经济部门、研究机构和法

律专家的宝贵意见并广泛参考了超过 30 个国家的

相关法律。在这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争论最大

的是要不要限制外资比例问题。起草小组通过驻

外使馆找到国外相关法律，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

都规定了外资进入的上限。彭真进一步咨询了荣

毅仁、经叔平、古耕虞等人。荣毅仁提出，应该

大胆地欢迎外资到中国来，合资过程中不宜对外

资作上限比例的规定。荣毅仁写信将有关情况报

告邓小平，信中提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

案）》中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

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和“决定重大问题要三

分之二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同

时在当前国家经济情况下也是很难做到的，其势

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导致我们无法实

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建议在不丧失

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

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

二都可不写。”陈云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

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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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这部法律中，没有对外资进入上限作出

要求。

半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草案）》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共 15 条内容。1979 年 7 月 1 日，该草案获得通过，

并于 7 月 8 日正式颁布实施。它的通过和生效，

奠定了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基础，成为

对外开放法制建设的里程碑。由于缺乏实践经验，

该法律较为简约，只对一些基本原则做了规定。

1980 年，我国先后出台了配套的法律法规，包括

9 月 10 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7 月 26 日国务院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劳动管理规定》，12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等。1982 年 4 月，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全面修改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成为我国所有外资立法

的最高法律依据。其中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

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

同中国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

作。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

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这条规定从根本上确立了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法律地位。

1983 年 9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条例对

中外合资企业的申请设立、经营管理、清算及争

端解决等作了细化规定。条例规定了合营企业所

需场地的使用权，可以作为中方对合营企业的出

资。这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开端 [3]。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988 年

4 月 1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它

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共

同组成了利用外资的基本法律体系，统称为“外

资三法”。

在这一阶段，我国利用外资在“外资三法”

的框架下进行了从无到有的试点和探索。1984 年，

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中国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芬兰、

挪威等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中国与美国、法

国、英国等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1985
年 3 月 4 日，财政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86 年 10 月 11 日，

为了吸收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国务院发布

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税收、

信贷、场地费用、外汇、管理权及场地等方面进

行了细化和规定。包括：免缴部分国家对职工的

补贴，减少场地使用费，免缴外商利润汇出额所

得税，免征出口产品工商统一税；允许外商投资

企业自行组织其产品出口，互相调剂外汇余缺，

有权在批准的合同范围内自主经营和管理企业等。

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

《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

例的暂行规定》，分四档规定了三百万美元以下

至三千万美元以上投资总额的比例。1988 年 4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外

商投资企业用人自主权意见的通知》。1988 年 5
月 4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

岛的决定》。1988 年 7 月 3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

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提出，对台

湾投资者的投资参照涉外经济法律和法规办理，

台资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1989 年 3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

定》，针对第一、第二产业以及交通、通信、基

础设施等生产性服务部门制定了产业发展要点。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对《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了第一次修

订。1991 年 4 月 9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

企业所得税法》。

经过努力，我国利用外资在探索中不断扩大试

点，1979—1991 年的 13 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

直接投资金额为 251 亿美元 [4]。1979—1983 年，

年均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仅 28.876 亿美元，到 1991
年增加到 115.54 亿美元，外资企业数量由 1983 年

的 1558 个增加至 1991 年的 12 978 个，主要分布

在第二产业。这一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

式是对外借款，其占总利用外资比例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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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仅为 1.3 亿美元，仅

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0.3%，到 1991 年，已经

突破 200 亿美元大关，为 289.6 亿美元，占全国进

出口总值的 21.4%，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率达到

43.8%[5]。

二、1992—2000：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利用外资法律体系

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共

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对

外开放范围由沿海扩大到沿江、内陆和沿边，形

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这一阶段，中央明确了大胆利用外资是一项全新

的事业，我国对外资的吸引与管理日益规范与系

统化，利用外资的途径和外商投资的产业范围都

有所拓展。

在解决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方面，1992 年

9 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基本实现内外税统一。在市场准入方面，1994 年

发布《关于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有关政策的通知》

和《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若干规定》。

1995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

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对之前鼓励、限制和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范围进

行了重新划分，进一步引导外商投资农业、能源、

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创汇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

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对外商投资坚持竞争择优

原则，并且正确处理了市场份额、外资控股、关

键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立名牌等问题，有选择、

有时限地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并促其尽快发展。

在这一时期，利用外资政策由以优惠政策为主转

向与国际接轨和着重改善投资环境。1996 年 4 月，

国务院取消了对外资企业进口设备免征进口税的

优惠待遇；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内地省、

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等单位吸

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审批权限的通知》，下放了

外商投资的审批权限，投资金额低于 3000 万美元

的项目由地方政府自行审批。1997 年，中央对《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改。

199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

见》，全面阐述了引进外资 20 年所取得的成就，

总结了利用外资所取得的经验，并对新形势下利

用外资提出了要求。其中明确提到：“要把利用

外资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根据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和有

关协定，抓紧修订现行的基本法律法规，力争用

三年左右时间健全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加

快制定《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6]

这一阶段，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法规有

200 多部，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地方政府颁布的法

规有 1000 多部，形成了利用外资的完整法律体系。

在这一阶段，我国利用外资发展迅速，1992—
2000 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3233 亿美元，年

均利用外资接近 360 亿美元，自 1992 年开始，我

国连续多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

多的国家。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从 1992 年的 192.02
亿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526.59 亿美元。资金、技

术密集的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从无到有不断

增多，特别是 1997 年开始，我国利用外资质量明

显提高，一些投资金额大、技术含量高、符合我

国产业政策的外商投资进入中国，成为我国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

经济重要增长点，一批先进实用技术跟随外资进

入我国，促进了彩色显像管、微电机、小汽车等

产品的国产化，同时有力加速了我国外贸的增长。

三、2001—2012：加入 WTO 前后建设

与国际接轨的利用外资法律制度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逐渐加快，我国对外贸易

迅速发展，外贸依存度由 1985 年的 22.7% 上升到

1994 年的 41.9%。同时，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我国与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之间的贸易额已占我

国进出口贸易额的 80% 左右。关贸总协定所确立

的基本原则和规章以及建立在这些原则和规章之

上的国际贸易体制，对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影响

日益显著。由于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在由双

边协议维持的国际贸易中，我国受到的不公正待

遇也日益明显。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国际贸易外

部环境，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进一步发

展，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原始缔约国地位就成为

我国对外开放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

1981 年 1 月，我国政府邀请关贸总协定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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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邓克尔访华时就表示，中国希望恢复在关贸总

协定的主权缔约国地位。1986 年 7 月 10 日，中国

政府代表照会关贸总协定总干事，正式向关贸总

协定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并在申请中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主权缔约国地

位的三项原则。1987 年 6 月 19 日，关贸总协定以

L/6191 号文件通知“中国的缔约国地位工作组”

正式组成，对所有愿意参加的缔约国开放。1995
年 6 月 3 日，中国成为世贸组织观察员。而能否

与美国达成协议，成为中国入世的关键。1999 年

11 月 15 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

议，中美就此正式结束双边谈判，中国迈过了入

世最大的障碍。

2001 年底，经过 15 年的艰苦谈判，中国加入

了世贸组织，这为中国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战略

机遇、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提供了有利

条件，但是也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带来了

挑战，我国对外开放迈向了更高水平。对照《与

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简称《TRIMs协议》），

中国政府开始大量修改有关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

其中重要的是对“外资三法”作出修改。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2001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2001 年 4 月 12 日，国务院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 修订）》；

2001 年 7 月 22 日，国务院颁布了修订后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2001
修订）》。

总体来说，这些修订和完善，主要是修改违

反国民待遇原则的投资措施。具体来说，主要是

取消了当地成分要求，即取消要求外国投资者在

其生产过程中必须运用一定比例、一定数量或价

值的当地产品的要求；取消贸易平衡需求，即外

汇平衡需求，即东道国规定外商进口水平与其产

品水平相称的要求；取消出口实绩要求，即要求

外商投资企业需要有一定数量或百分比的产品用

于出口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经

营自主权。按照入世承诺，我国开放了包括金融、

电信、建筑、分销、旅游、交通等在内的众多服

务领域，并调整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2002 年

开始施行的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

步放松了对外资的经营限制，除了继续鼓励外商

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产业外，电力、

供水等也放开了外资限制。

2004 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该部法律明确提出将外贸经营权审批制改为登记

制，对外贸易经营者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

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后，可从事货物

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陆续出台服务贸易领域

新的相关法规，包括《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

理办法》、《国务院关于修改〈旅行社管理条例〉

的决定》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年间，我国

相继颁布了 40 余部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法规和规

章，涉及金融、分销、物流、旅游、建筑等几十

个领域，基本完善了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法律体

系 [7]。这些法规的施行，降低了外资企业在相关

领域的准入门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在

全球贸易事务中成为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不

仅在国际事务决策中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

也运用国际通行规则来维护自身的合理权益。到

2005 年，我国制订、修订、废止了 2000 多项法律

规章，建立起了符合国际规则的法律体系。

随着中国市场准入范围不断扩大，外国投资

者以并购方式的投资逐步增多，外商投资独资化、

大型化和部分行业的集中度明显提高，国内市场

受到跨国公司垄断的风险程度不断上升。2006 年

8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

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对外国

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行为准则

作出了规定，并建立了针对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审

查机制。2007年，我国对企业所得税法进行了修改，

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2007 年 8 月 30 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跨国并购投资进行

了法律约束。配合当时国家实行的西部大开发战

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商务部还补充修订了《中

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对 18个省、市、

自治区的优势产业目录作出规定，加大政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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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和技术资金配套支持力度，并完善行政服务，

在办理工商、税务、外汇、社会保险等手续中提

供便利，吸引和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

并重点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符合环保要求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2011 年 2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

知》，正式建立了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国家安全审

查制度，对于外资并购境内涉及军工企业、国防

企业以及通过并购实际控制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

农产品、能源和资源、基础设施、运输服务、关

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等企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关

税水平的降低、非关税壁垒的取消、对外贸易经

营体制的改革等诸多举措的实施，改善了我国市

场投资环境，我国引进外资规模逐年递增，外商

外资在很多行业、领域获得非常优惠的待遇，甚

至优于国内民营资本。中国利用外资登上新台阶，

利用外资规模跃居全球第二位，吸收利用外资从

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

术进步和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从规模速度型

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利用外资实现新发展，规模

和质量显著提升。

进入 21 世纪，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稳步增长，

从 2000 年的 593.56 亿美元逐步增长到 2012 年的

1132.94 亿美元。从 1991 年开始，中国利用外资的

方式就从对外借款为主逐渐转变为外商直接投资

为主，这个比例从 1991 年的 43.66% 提升到 2001
年的 94.4%，到 2015 年占比达 100%。制造业和

房地产业是利用外资比例最高的行业，其中制造

业在 2004 年达 71%，随后逐步下降。2002 年，我

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 3000 亿美元，

随后数年外贸规模连续突破 4000 亿美元、6000 亿

美元、8000 亿美元、1 万亿美元、1.2 万亿美元、1.4
万亿美元。2003—2011 年，中国非金融领域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 7164 亿美元，年均增长

9.2%。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于 2007 年突破 700 亿美

元；2008 年跨上 900 亿美元台阶；即使是在国际

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 2009 年，仍然超过 900
亿美元，降幅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0 年，外

商直接投资突破 1000 亿美元，达到 1057 亿美元；

2011年，达到1160亿美元，全球排名上升至第二位，

并连续 19 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8]。在这个阶段，

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外贸总值中占比始终保持在

50% 以上。

四、2013—2024：为建设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完善利用外资法律法规体系

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

化，世界也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适

应国内高质量发展要求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新形势，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互利

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5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提出对内对外开放

相互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对外开

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

为积极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我国加强利

用外资法治建设，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完善公

开、透明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深入实施准

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尊重国际营

商惯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为各国企业家在中国投资兴业提供更好

的环境和条件，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2015 年初，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 2014 年立法工作

计划》，商务部再次启动了“外资三法”的修改工作，

主要是解决其中关于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活动等

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存

在的重复甚至冲突；有关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

查等重要制度也需要纳入外国投资的基础性法律

并进一步完善。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国投资法》，其最核心的内容是将法律规范的对

象由“外商投资企业”调整为“外国投资者在中

国境内的投资行为”，从而实现外商投资企业法

到外国投资管理法的转变。

2019 年 3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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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法》，对外商投资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

等作出统一规定，确立了中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

的基本框架。2019 年 10 月，我国又公布了《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明确“平等对待内资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

中共十八大以来，外商投资领域政策的一个

最大特点是负面清单制度的施行，其进一步扩大

了外资准入领域。为了切实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自 2013年 10月起，

先后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 4 个自贸试验区

进行外商投资审批体制改革试点，探索以“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取代传统的“逐

案审批模式”。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国务院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的定位，规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

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

法平等进入”。在负面清单适用对象中明确规定：

“负面清单主要包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商投

资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适用于境内外

投资者的一致性管理措施，是对各类市场主体市

场准入管理的统一要求；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适用

于境外投资者在华投资经营行为，是针对外商投

资准入的特别管理措施。”[9] 为了落实这一意见，

2016年 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关

于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的通知》，

公布了 328 项清单，其中禁止准入类 96 项，限制

准入类 232 项。

2016 年 9 月 3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对外商

投资企业的相关行政审批条款进行了修改，将不

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

企业设立及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经国务

院批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范围按《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 年修订）》中限制类、

禁止类以及鼓励类中有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的有

关规定执行。

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

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2018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全面

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到

2021 年，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造业领

域限制措施已于 2021 年率先实现“清零”，全国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 2017 年的 122 条减

至 31 条 [10]。2024 年 9 月 6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商务部出台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

面清单）（2024 年版）》，2024 年版全国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 31条减至 29条，删除了“出

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以及“禁止投资中药

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

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2 个条目，全国制造业领

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

新时代以来，我国建立起外商投资促进、保护、

管理的基本制度，其为外商投资权益提供了更全

面、更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现了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时代特征。2017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

出台了 20 条具体措施支持外资参与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海外人才在华创业

发展。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正式实施，明确全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

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该法实施以来，我国连

续三年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累计推动 500 多份文件“立改废”，

保障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待遇，逐年缩减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在制造业、采矿业、农业、金融业等

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同时，清理负

面清单之外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持续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022 年 10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商务部发

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按照“总

量增加、结构优化”原则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

资范围。“鼓励目录”包括全国鼓励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全

国目录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促进技术迭

代升级；中西部目录在因地制宜、统筹考虑各地

方资源禀赋和产业条件的基础上，新增或扩展了

有关条目，进一步优化外资区域布局，引导外资

投向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重点领域。

2022年，中共二十大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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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具体表现在：推动货

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

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2024 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营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

外商投资权益。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持续放

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

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电信、互联网、

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深化外

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

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

国民待遇，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 [11]。

进一步完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制度，及时协调解

决外资企业困难问题，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全会提出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建立一体推进

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

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

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完善涉

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

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

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12]。

2022 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891.3 亿美

元，引资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制

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

零售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上述 7 个行业新设

企业数量占比为 86.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为 
91.1%[13]。

与 2022 年相比，2023 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 53 766 家，同比增长 39.7%；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1632.5 亿美元，同比下降 8.0%，但仍然保持

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引资规模处于历史

高位，结构进一步优化。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

际使用外资增长 6.5%；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

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 32.1%、

12.2%；建筑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研发与设计

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 43.7%、8.9% 和

4.1%；高技术产业引资 4233.4 亿元人民币，占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37.3%，较 2022 年全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 [14]。

2024 年 1—11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2 379 家，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8.9%；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 7497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27.9%。从

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2025 亿元人民币；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5288.3 亿元人民币；高技

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825.3 亿元人民币，占全

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11%；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

表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专业技术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 53.4%、39.1% 和

19%[15]。

从 2022—2024 这三年的数据来看，高技术制

造业尤其是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利用

外资比例逐年增长，使用外资结构逐年优化。

五、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法律制度建

设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法律制度建设有

以下几个特点：

（1）从制定引进外资战略决策后，引进外资

就一直在法律轨道上运行，其相关政策也一直随

国家发展战略不断完善调整。从“外资三法”确

立基本的法律框架，到 2019 年 3 月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

断提升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施、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的构建，我国利用外资法律制度经历了从

无到有、不断完善、逐步扩大开放范围、优化简

化的过程。   
（2）从立法主体来看，除全国人大所立定的

法律条文外，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在实际执行

操作过程中承担着大量具体实施办法制定的工作。

这些法规在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发

展、利用先进科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

代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深入实

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要求， 
我国在法律中确立了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其规定：禁止或者

限制外商投资准入的领域，要以负面清单的方式

明确列明；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

致的原则实施准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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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是对外开放和依法

治国思想相结合的成功实践。改革开放之初，面

对利用外资无法可依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多次指

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装备，要有法，要按法办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

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

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4）利用外资立法政策遵循鼓励外商投资符

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向的原则，促进了中

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

必要的、有益的资金补充，为中国引进了技术并

促进了技术创新，并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培

养了一大批人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商投资

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租赁与服务业等行业，客观上促进了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从外商投资初期“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到如今

鼓励引导外资集中投入制造业，如汽车、机器制

造等行业，客观上带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促进了对外贸易规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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